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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国法基于商事实践中的“经理人”制度，以概念法学的方法构造了代理权授予之无因性

理论。在民事一般代理领域，授权是基础关系的具体履行，二者在存续、效力和权限方面紧密关联，授

权行为之无因性所意图解决之善意第三人保护问题可借助表见理论。《民法总则》未采该理论，授权

行为属于委托合同之履行，但可进一步明确可有效授权予限制行为能力人。该理论内涵之一“代理权

授予之独立性”却在商事代理领域取得了成功，包括公司代理机关、经理人，然并无必要将选任代理人

的行为解释为单方行为而非合同。我国法可借鉴这一理论：确立公司代表权之概括性、不可限制性；

第三人简单知情代表权违反内部限制的并不当然等于“恶意”。

关键词　授权行为　无因性　独立性　经理权　表见理论

意定代理权之授予究竟是有因抑或无因，授权行为的产生、权限范围、效力是否抽象或独立于

其基础关系，这一问题已多有研究，特别是陈自强教授在其著作《代理权与经理权之间———民商合

一与民商分立》中系统梳理了这一理论的来龙去脉：代理权授予之无因性似显蛇足，以表见理论加

上有因性即可解决交易安全的保护问题；至于商事代理中的经理权，他认为内部关系上经理权可

不具无因性，经理人违反内部授权契约的均为越权代理，但在外部，则可依信赖保护原则之权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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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理论解决相对人与本人利益之冲突。〔１〕对此，学者有的赞同授权行为无因性说，〔２〕有的持反

对态度。这些争论也表现在一些民法总则建议草案中。〔３〕承认有因性的学者对这一问题似持全

有或全无的态度，〔４〕而未考虑到民事一般代理制度与商事代理之区别；承认无因性的学者也多未

关注到其与商事代理的紧密联系。《民法总则》似未采纳这一理论。依据《民法总则》第１６３条之

规定，授予代理权的是委托而非单方行为，这一规定带来解释上的问题。

本文继续前述学者们的思考，认为《民法总则》的立法选择可取。本文经过比较法的考察，发

现授权行为之无因性内涵之一“代理权不受基础关系之限制”主要在商事领域（特别是在公司机关

代理领域）取得了成功；在商事代理方面，虽表见理论常可达到与授权行为之独立性同等的后果，

但经理权等类似的概括代理权可否用表见理论来解释仍有疑问，而且授权行为也未必应解释为单

方行为。为此，本文先阐述授权行为之无因性的理论起源、发展以及我国的学说继受，然后反思该

理论在民事一般代理领域与商事代理领域的解释力，借此提出其对我国的参考意义。

一、代理权授予之无因性及我国之继受

（一）理论起源

授权行为之无因性是德国法系创造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最初提出离不开实证法的启示，特别

是“经理权”（Ｐｒｏｋｕｒａ）制度。经理人这一制度来源于商事习惯，〔５〕自中世纪开始意大利北部商人

常将营业委托给一全权代理人即商人的另一个“自我”（ａｌｔｅｒｅｇｏ），商人和经理人之间的内部约定

不可对抗第三人。“Ｐｒｏｋｕｒａ”这一词即源自意大利语中的“Ｐｒｏｃｕｒａ”。〔６〕不过这一商事习惯直到

１９世纪才被纳入法律条文。

在立法例上，１８６１年《德国一般商法典》（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Ｈａｎｄｅｌｓ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缩写为

ＡＤＨＧＢ）第４３条首先规定了经理权。该条规定：“对经理权范围的任何限制对第三人无效。”这一规

定区别依据基础关系所作的内部指示和经理权的外部权限，由此创制了一个新的代理权类型。〔７〕

·６９·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参见陈自强：《代理权与经理权之间———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９３、１４７页。

赞同无因性的有：陈华彬：《论意定代理权的授予行为》，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９０页；尹

田：《论代理制度的独立性》，载《北方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４６页；迟颖：《意定代理授权行为无因性解析》，载《法

学》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２０页；范李瑛：《论代理权授予学位的独立性和无因性》，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１６２页；邓海峰：《代理授权行为法律地位辨析》，载《法学》２００２年第８期，第５６页。

参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起草的“民法通则”建议稿第１７６条；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起草的“民

法总则专家建议稿”第１５２条和第１５６条；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４２页（第２０５条）。

参见叶金强：《代理权的有因构造》，载《政法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１０９页；冉克平：《代理授权行为无

因性的反思与建构》，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８６页；殷秋实：《论代理权授予与基础行为的联系》，载《现

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８６页；汪渊智：《论代理权的授予行为》，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

６期，第１１８页；谢鸿飞：《代理部分立法的基本理念和重要制度》，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６７页；

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４５页。

见前注〔１〕，陈自强书，第６６、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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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０年的《德国商法典》第４８条及其以下条款几乎照搬了旧商法典中经理权的规定。此外，同一

时代的１８８１年《瑞士联邦债法典》也规定了经理权制度，其第３６条至第４９条规定了共同法上的代

理制，〔８〕第１５编特别规范“经理人、商事代理人或委托人和行商”（第４２２条至第４２９条），〔９〕但也

强调一般代理制与商事代理之区别（第３９条和第４５条）。〔１０〕

在理论上，需关注拉邦德（Ｌａｂａｎｄ）对经理权制度的阐发。在１８６６年发表的《代理权授予及其

基础关系之区别》一文中，他从该法条出发，针对当时不区分代理权和委托的通说，提出应严格区

分代理权与作为其基础关系的委托合同：委托和授权绝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中的两面，而是两个独

立的法律关系。〔１１〕进言之，委托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合伙和雇佣合同等，仅指代理人与委托人（本

人）之间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故委托合同与授权、外部代理权无关。受托人（代理人）即使违背了

委托合同，但只要在其权限范围之内，该代理即为有权代理。在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中，委

托人对代理人的指示只说明“你不应该”，却并不等于“你不能”并且削弱其外部的代理权。〔１２〕在

拉邦德严格的逻辑推导下，内部基础关系如委托合同等对代理权的限制原则上对第三人无效，〔１３〕

即使第三人知道委托人与代理人内部关系中的限制，也不影响代理人的权限。但他认为授权行为

是契约，而非后来的单方行为。实证法的启示和那个时代的概念法学方法造就了拉邦德的这一发

现，它是对经验事实进行概念抽象和演绎后的结果。

可见，拉邦德提出的“授权和委托合同区分论”以“代理权独立于基础关系”为主要内涵，即代

理权与基础关系相区分、内部关系的限制不影响外部权限，更具体地说是指委托合同等内部关系

不可限制外部代理权。〔１４〕这种见解具有保护商事交易安全和第三人利益的优势，〔１５〕特别是有助

于一般代理制度脱离委托合同而独立存在。施米托夫（ＣｌｉｖｅＭ．Ｓｃｈｍｉｔｔｈｏｆｆ）教授认为，区分委托

和代理权的“区别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是大陆法系代理法最典型的特征，
〔１６〕汉斯·多勒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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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位于《瑞士债法典》第３２条至第４０条。共同法（ｄｒｏｉｔｃｏｍｍｕｎ）指的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民法，与作

为特别法的商法等相对应。

现位于《瑞士债法典》第１７编第４５８条至第４６５条。其中，第４６０条规定对经理人权力的限制不能对抗

善意第三人。

瑞士法这些规定影响了《中华民国民法典》等相关规则的制定；另《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１０２７条至第

１０３１条也有关于经理人的规定；１９４２年的《意大利民法典》在第四编“债”第二章“合同总论”第１３８７条及其以下规

定了一般代理制，在第五编“劳动”中第二章“企业”的第２２０３条及其以下规定了经理人。

ＳｅｅＷｏｌｆｒａｍＭüｌｌｅｒＦｒｅｉèｎｆｅｌｓ，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７〕，ａｔ１９７．不过，早在１８５７年，耶林就在《为他人法律行为的合

作》一文中强调，应该区分委托合同的内在面（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和外在面（即第三人与受托人之间的

关系）。Ｒ．ｖｏｎ．Ｊｈｅｒｉｎｇ，爯Ｄｅｌａｃｏｏｐｒａｔｉｏｎａｕｘａｃｔｅｓ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ｓｄａｕｔｒｕｉ爲，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ｄｅＭｅｕｌｅｎａｅｒｅ，ｉｎ?狋狌犱犲狊

犮狅犿狆犾犿犲狀狋犪犻狉犲狊犱犲犾犈狊狆狉犻狋犱狌犱狉狅犻狋狉狅犿犪犻狀牶犞犐犡，Ｐａｒｉｓ，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Ａ．Ｍａｒｅｓｃｑ，ｔｕｄｅｎ°ＶＩ，１９０３，ｐ．１１３．

ＷｏｌｆｒａｍＭüｌｌｅｒＦｒｅｉèｎｆｅｌｓ，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７〕，ａｔ２０７．

ＣｌｉｖｅＭ．Ｓｃｈｍｉｔｔｈｏｆｆ，犃犵犲狀犮狔犻狀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犜狉犪犱犲牶犃犛狋狌犱狔犻狀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犔犪狑，ｉｎＣｈｉａＪｕｉ

Ｃｈｅｎｇｅｄ．，ＣｌｉｖｅＭ．Ｓｃｈｍｉｔｔｈｏｆｆ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Ｌａｗ，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Ｇｒａｈａｍ＆Ｔｒｏｔｍａｎ，１９８８，ｐ．３１０．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理论的衍生结果就是《德国民法典》区分委托合同和代理权之安排，亦即将代理制度

规定于总则中，而将委托合同规定于债编的具体合同中。有学者将这种立法体例之区分称为“授权行为之无因性”

或将拉邦德的理论直接称为“授权行为之无因性”。委托和授权之立法例区分似乎是该理论的内涵之一，这可能涉

及用语的选择，拉邦德理论主要以区分、独立为内涵，似还未提及无因性（基础关系无效或被撤销不影响代理权授

予）。参见迟颖：《意定代理授权行为无因性解析》，载《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１期。不过，这种立法选择并不意味着全盘

采纳授权行为之无因性理论。

ＷｏｌｆｒａｍＭüｌｌｅｒＦｒｅｉèｎｆｅｌｓ，犅狅狅犽犚犲狏犻犲狑狊，１２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２７５（１９６３）．

ＣｈｉａＪｕｉＣｈｅｎｇｅｄ．，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３〕，ａｔ３１０．



其誉为“法学上之发现”。〔１７〕然而，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应该”）和受托人针对第三人的权力

（“可以”）是否无差别地适用于民事一般代理和商事代理，有进一步反思的必要。

综上，历史地看，拉邦德以经理人为制度原型而提出的理论是以“代理权与基础关系相区分”为主

要内涵的。授权行为是否抽象于基础关系和是否具有无因性的问题，则有赖后续德国学者们的阐发。

（二）学说续造

后续德国学说在承认拉邦德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理论内涵：代理权的授予是抽象的

（抽象原则，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ｚｉｐ），因而基础关系的无效或被撤销不影响代理权授予的效力，亦即

具有无因性。

在德国民法典制定前夕，民法总则起草人之一杰哈德认为在直接委托型代理形态中，授权行

为与委托紧密关联，却并未提及授权行为的无因性。〔１８〕在关于第１６８条的讨论记录中，立法者也

认为意定代理权并非属于抽象行为。〔１９〕在《德国民法典》的正式文本中，授权行为被规定为单方

的和抽象的，即本人宣布其授权另一人有权以其名义、为其利益而行为，且向代理人做出的授权表

示为内部授权，向第三人做出的授权表示为外部授权（第１６７条第１款）。由于授权行为是单方的，

代理人仅承担权利而不负担义务，所以无须代理人的承诺。〔２０〕另外，《德国民法典》第１６７条第

２款规定，授权行为的形式并无特别要求，因此虽然代理权行使需要特别的形式，但代理权之授予

并不需要该特定形式。〔２１〕而且，尽管授权区分于基础关系，但依第１６８条第１句之规定，基础关系

的消灭也导致代理权的消灭，此时基础关系和代理权被牵连起来。

除代理权消灭的情形之外，《德国民法典》并没有明确提及授权行为的效力是否抽象于基础关

系，例如基础关系之无效或被撤销是否同时影响授权行为的效力。学界对此意见不一。第一种观

点倾向于“授权与基础关系”一体化，例如普朗克（Ｐｌａｎｃｋ）认为，授权的产生应如同授权的消灭那样

取决于内部基础关系，如果授权消灭、基础关系也消灭；如果基础关系不存在或有无效事由，授权

也不产生。因此，需要在这一意义上解释《德国民法典》第１７３条：虽然该条仅仅提及代理权的消

灭，但是也应当适用“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力无效或不存在”的情形。不过他认为，如果授

权在原则上并非抽象行为，那么本人反过来可以决定授权是否属于抽象行为。〔２２〕还有学者强调

“授权行为之独立性”，如梅迪库斯认为，基础关系不生效力，代理权也不成立，因此代理权之无因

性即指代理权独立于基础关系。〔２３〕另外，梅迪库斯在讨论法律行为之无因原则时，也是以物权行

为为主要内容，并未提及授权行为。〔２４〕

第二种观点倾向于将授权行为解释为有无因或抽象特征，此时在效力层面上，内部基础关系

出现的瑕疵并不必然影响代理权，甚至在没有任何约定作基础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孤立授权”

（ｉｓｏｌｉｅｒｔｅＶｏｌｌｍａｃｈｔ）的情形。在拉邦德理论发表翌年，拉登堡（Ｌａｄｅｎｂｕｒｇ）即主张授权行为属于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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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汉斯·布洛克斯：《德国民法总论》（第３３版），张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

３３２—３３３页；［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６１页。

见前注〔２０〕，布洛克斯书，第３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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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１９—７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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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行为，亦即独立于其法律上的原因，〔２５〕又如，恩内策鲁斯（Ｅｎｎｅｃｃｅｒｕｓ）认为授权是抽象的、完

全独立于基础行为，证据就是授权和基础关系之间没有依赖关系，只有一种授权行为，无论基础关

系如何；对于第１６８条提及的授权的消灭依赖于基础关系，他认为第１６８条虽然没有提及授权的存

在，但这并不构成立法者的遗忘，不应当如同普朗克所认为的那样，对该条作类推解释（即授权的

存在依赖于基础行为），而是应当作反义解释，即授权的存在不依赖于基础行为。对他而言，抽象

是授权行为的核心：基础关系无效的，授权也可有效，无基础关系之孤立授权也是可能的。〔２６〕

然而，还是有不少学者对授权行为之无因性持保留态度。弗卢梅区分外部代理权和内部代理

权，认为内部授权的存续和内容主要由基础法律关系所决定，而外部授权则不依赖于其基础关系

而存在。〔２７〕拉伦茨认为，商事代理领域并不适用基础关系和授权行为之一体性，即不适用于概括

代理权。〔２８〕还有学者注意到，授权行为与物权行为之抽象性不兼容，莱纳德（Ｌｅｏｎｈａｒｄ）指出抽象

行为和原因行为之区分只适用于带有给付效果或财产减少（Ｖｅｒｍｇｅｎｓｓｃｈａｄｅｎ）的行为，而授权不

属于这一类型，他认为最好将授权行为称为独立行为，而非抽象行为；虽然授权的存在可独立于其

基础关系，但这并不是说本人不可授予一个取决于基础关系的授权；至于授权的内容即权限范围，

也取决于基础关系。〔２９〕科尔姆（Ｃｒｏｍｅ）也指出本人与代理人之内部关系和代理人与第三人之外

部关系的区分和独立，不可类似于财产性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抽象性，二者是完全不同的

制度。〔３０〕

与授权行为之无因性相伴随的是代理权滥用理论。既然代理权抽象于基础关系，依据授权而

完成的代理行为当然地拘束本人，这一抽象性强调外在代理权的客观范围，而不允许人们评价代

理行为是否合法、符合本人利益，而这一评价仍需结合代理人与本人之内部关系，特别是本人利益

而判断。因此，为缓和无因性理论，当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权之行使违背内部限制或本

人利益时，即构成代理权滥用，恶意第三人不值得被保护。这无非是将基础关系约定与外部权限

又牵连起来。在认定第三人的恶意时，主流学说采“明显说”，即代理权滥用行为对第三人来说是

明显的。〔３１〕

因此，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德国法上的代理权授予之无因性主要内涵有：第一，授权行为独

立于基础关系，属于单方行为，代理权之产生和权限范围不依赖于委托等基础关系，且除非代理权

滥用，基础关系不约束外部权限；第二，代理权之授予不受基础关系无效或被撤销之影响，以致可

产生孤立授权。但是一些学者也指出授权行为并非具有处分行为那样的无因性。

（三）我国对授权行为无因性的继受

我国学说也继受了授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也有学者就授权行为是否具备无因性展开争论。我国

台湾地区不少学者采无因说，例如梅仲协认为，代理权之授予仅确立对外关系且为单独行为，因此无

·９９·

刘　骏：再论意定代理权授予之无因性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Ｌａｄｅｎｂｕｒｇ，ＤｉｅＶｏｌｌｍａｃｈｔａｌｓＶｅｒｋｅｈｒｓｍｉｔｔｅｌ，ｉｎ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ｄａｓｇｅｓａｍｔｅＨａｎｄｅｌｓｒｅｃｈｔ，１８６８，ＸＩ，ｐ．７４，转

引自艾林芝：《授权行为无因性之检讨》，载《澳门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２５页；见前注〔１〕，陈自强书，第５９页。

Ｒ．ＰｏｐｅｓｃｏＲａｍｎｉｃｅａｎｏ，狅．犮．，ｐ．４２９４３０．

见前注〔１９〕，弗卢梅书，第１００６页。

见前注〔２０〕，拉伦茨书，第８６２—８６３页。

Ｒ．ＰｏｐｅｓｃｏＲａｍｎｉｃｅａｎｏ，狅．犮．，ｐ．４２６．

Ｃ．Ｂｕｆｎｏｉｒ，Ｊ．Ｃｈａｌｌａｍｅｌ，Ｊ．Ｄｒｉｏｕｘ，Ｒ．Ｓａｌｅｉｌｌｅｓ，ｅｔｃ．，犆狅犱犲犮犻狏犻犾犪犾犾犲犿犪狀犱狋狉犪犱狌犻狋犲狋犪狀狀狅狋，ｔｏｍｅＩ，

Ｐａｒｉｓ，Ｌ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１９０４ １９１４，§１６７ＩＩＩ，ｐ．２１３．

见前注〔２３〕，梅迪库斯书，第７２９—７３０页；前注〔２０〕，布洛克斯书，第３５１页；前注〔２０〕，拉伦茨书，第

８３５—８３６页；前注〔１９〕，弗卢梅书，第９４２页。



须相对人之承诺；而基础法律关系则须以契约定之，故代理权之授予不受基础关系的影响。〔３２〕而支

持有因说的学者认为，授权行为与基础关系不可分离，后者的无效或被撤销将引起授权行为的消

灭。〔３３〕不过，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普遍认为，授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仅涉及以下问题，即基础关系无

效或被撤销时是否影响授权行为的效力，〔３４〕而并未将授权行为与基础关系之区别作为无因性的

必要内涵。这与德国法关于授权行为之无因性有所不同。陈自强批评这种观点不过是类推物权

行为无因性问题的处理方案，即物权行为之效力不为其原因行为所左右。〔３５〕当然，这种类推处理

方案也受德国学说的影响。

受上述论争影响，王利明认为，授权行为独立于基础关系，外部代理权具有无因性，基础关系

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终止都不影响授权行为的效力；而在本人与代理人之内部关系层面应采授

权行为有因说。〔３６〕而且，即使他之前认为应采授权行为无因说，也强调只应保护善意第三人。〔３７〕

梁慧星认为，代理权授予的有因性和无因性问题系指基础关系不成立、无效或撤销是否及于授权

行为，他先是采无因说，而在《民法总论》第三版修订后改采有因说。〔３８〕龙卫球认为，我国法确立

了授权行为之独立性，但未明确是否适用无因性。〔３９〕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有肯定无因性说的，

也有持反对说的。〔４０〕不过他们都未关注到授权行为之独立性在商事代理领域取得的成功。

可见，受商事代理制度启发的授权行为之无因性能否无差别地适用民事意定代理即一般代理

制度，存在反思的必要。为此，下文拟从民事意定代理与商事代理相区分的视角，探讨该理论之适

用。然后从比较法视角探讨该理论在民事代理领域的必要性和解释力，特别是仔细探讨法国法上

的“委托授权一体论”，通过比较法考察，力图为我国提供若干参考意义。

二、代理权授予之无因性与民事一般代理

（一）民事一般代理与商事代理之区分

商事代理人一般被纳入企业的组织结构之中，其适用范围特定；而位于总则的民事意定代理

则抽象地、无差别地适用于任何主体。我国采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且商事立法欠发达，自然人之

间代理与被纳入企业组织结构中的商事代理人之差别未得到应有的强调。本文侧重从代理人与

第三人关系之视角探讨二者之不同，并尤其关注授权形式、第三人对授权的审查义务、权限范围等

方面。故二者之差别可归纳如下：

第一，在民事意定代理中，以自己行为为常态，以他人名义行为为例外，授权以“一时性”为主，

授权方式包括向第三人宣告其授权予某人或向代理人出具授权委托书，第三人多通过核实授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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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书来确定代理权；而在商事代理中，授权以“继续性”为主，授权的主要形式是登记商事代理人的

身份、将代理人置于营业场所或任命其担任某一职务，商事代理人不需要每次交易时皆出具授权

委托书就可获得第三人的信任。概言之，第三人可因商事外观或登记而相信其有代理权。

第二，民事意定代理人的选择和代理行为的内容（代理权范围）依本人意思而定，但多为特别

委托，相对人一般比较明确；代理权范围也应根据基础关系而定，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一般也是

对代理权的限制，但应求诸授权委托书或对特定第三人的表示而将该限制传达给外部第三人。〔４１〕

商事代理中意思自治主要体现在代理人的选择上，而代理行为的内容多被定型化、客观化，而

非局限于某一特定事务，同一类型的代理权不因本人意思之差别而迥异。〔４２〕考虑到交易迅捷，商

事代理无法如民事意定代理那样，将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权力限制在每次交易前通过授权委托书的

形式或向特定第三人做出授权表示而传达出来。将商事代理人的权力传达给第三人的通常做法

有：第一，将商事代理人包括公司机关的身份进行登记，第三人经由登记信息而知晓代理人的身

份，进而配合相关法律规定知晓他们的权力范围；第二，法律类型化和制度化一些典型商事代理人

的权力，明确规定哪些行为不属于其权力范围之内。另外，由于不可能将所有商事代理人都进行

登记或规定其权限，第三人对企业组织结构中一批中低阶层代理人权限范围的判断还可根据职

务、交易习惯、营业场所等外观进行推定，此时通常需要借助适用默示授权和表见代理理论。这表

明，当本人与代理人之内部关系与该权限的外观或法律规定不一致，则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民事意定代理与商事代理之区分对授权行为无因性的适用产生重大影响。在商事代理领域，代

理权通常独立于内部基础关系，并不受内部关系限制。由于民事意定代理领域中委托事项一般较为

特定，第三人原则上不可仅凭代理人的声称即相信其有代理权，而应依赖授权委托书或被代理人的表

示，因此基础关系与授权一般具有统一性。而在商事代理中，出于法律规定或特定外观，第三人无须

要求代理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审查授权委托书的效力，也无须为此求证本人，且交易的迅捷也不允许

这样做。例如，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都是合议制、定期或不定期而召集的机关，第三人很难与所

谓的“本人”就代理机关权限直接沟通。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使外部代理权独立于内部法律关系，第三

人无须关注内部基础关系具体内容，且内部基础关系因当事人不同将有所差异。

在确立民事意定代理与商事代理的若干区分之后，就可以进一步考察代理权授予无因性的理

论在民事一般代理制度和商事代理中的具体适用。

（二）民事一般代理与代理权授予之无因性

在民事一般代理领域授权行为之无因性似显多余，内部授权可被认作是基础关系之达成，而

外部授权只是将授权这一事实借助本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公示授权或向第三人表示等方式通知给

第三人，这属于基础关系之履行。可见，内部授权和外部授权有原因与目的之关系，二者紧密关

联。一般而言，借助表见代理理论即可解决当基础关系因无效或被撤销而消灭时善意第三人的保

护以及内部授权与外部授权不一致等该理论所意图解决的典型问题。这也是比较法上的通行做

法。下文在分析授权与基础关系的若干组合之后，从比较法的视角讨论一般代理制度是否应该承

认授权行为之无因性理论。

１．授权行为与基础关系之组合

授权行为与基础关系之间大概有以下三种组合：

第一，有基础关系而无授权行为。在直接代理形态的委托中一般难以存在此类组合，因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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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１〕，陈自强书，第１０２页。他认为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之最重要区别为功能不同。

见前注〔１〕，陈自强书，第６７页。



他人名义行为必然伴随着权力的授予，且授权是直接代理形态委托合同的核心要素。但在间接代

理中可为授权而仅存委托关系。不过严格来说，间接代理并不直接产生代理的法效果，因而不是

一般代理制度的主要规范内容。或有学者主张通过基础关系的多样性（例如委托合同、劳动合同

或承揽合同等）来说明授权行为独立于基础关系。但问题关键在于，依据劳动合同或承揽合同做

出的授权能否直接判定为独立的授权行为，抑或可认作代理人在接受授权的同时也在本人与代理

人之间建立了委托合同关系？显然，答案是后者，因此未经代理人接受的授权并无规范意义。若

对委托合同的标的采取宽泛界定，即可包括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此时则可只有委托合同关系而

无授权，不过无论如何，授权他人完成某项法律行为且该人表示接受的，都可归入委托合同范畴。

第二，因基础关系而授予代理权。这种情况最常见，例如委托代理、企业授予雇员以代理权等。

第三，有授权行为而无基础关系，即孤立代理。王泽鉴举例：甲知其同事乙到丙店购物，乃托乙

以甲的名义向丙购买两打汽水，此时仅有授权而无委任或雇佣契约的存在。〔４３〕该例子是可争议的。

毋宁说，该案中代理为直接委任型法律行为代理，委托与授予代理权是一体的，甲让乙以其名义代购

汽水，很难说没有口头委托而仅是授权。也有德国学者举例：“一人决定为我购买一个东西，但既没有

接受我的委托，也没有被我授权。未直接通知他，我直接告知第三人，他有权为我购买该东西。因此

该买卖直接对外产生效力，尽管我和该代理人之间之前没有任何法律关系。”〔４４〕但这种自始不存在基

础关系而对外授权的孤立代理在实践中是罕见的。有授权行为而无基础关系，很可能因自始存在的

基础关系后来出现无效或可撤销事由，但代理权消灭这一事实还未及时通知给第三人或者第三人尚

不知道基础关系的效力瑕疵，此时适用表见理论即可保护善意第三人。〔４５〕

综上所述，授权和基础关系通常联系在一起，代理人接受授权即在其和授权人之间建立委托合同

关系。在直接代理型委托中，授权是委托合同的核心要素，无因性所演绎的孤立代理很难有说服力。

２．比较法上的考察 ——— 以法国法为主

从若干国际代理公约和法国法来看，在一般代理制度中并非必须确认授权行为之无因性。法

国法不存在类似授权行为之无因性这样严格和抽象的理论，而是一体对待委托和授权。直至

２０１６年法国债法改革之后，《法国民法典》中才出现一般代理制度（第１１５３条至第１１６１条），其中

并没有特别规范授权行为，而且还保留了原有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因而未触及学说上的委托代

理理论。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及其草案均在“代理”章节中以“委托代理”为主要规

范对象，也未以无因性构造代理制度，因此探讨法国法上的经验具有特别意义。

（１）法国法中的委托与授权

《法国民法典》第１９８４条规定：“委托（ｍａｎｄａｔ）或授权（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ｉｏｎ）是一人给予另一人以其名

义、为其利益完成一些事务（ｑｕｅｌｑｕｅｃｈｏｓｅ）的权力。委托合同仅因被委托人的承诺才成立。”相比

罗马法中的委托合同（ｍａｎｄａｔｕｍ），《法国民法典》第１９８４条的委托合同加入了罗马法所没有的直

接代理因素，但罗马法中的委托以处理他人事务为标的，不限于法律行为。〔４６〕主流学说认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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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合同的标的是法律行为而非事实行为，否则即成为承揽合同或劳务合同等。〔４７〕可见，《法国民

法典》第１９８４条的“委托”指直接代理形态即有代理效果的委托，产生代理的效果是该意定委托的

核心要素。〔４８〕同时，“委托”是多义词，在《法国民法典》第１９８４条意义上为直接代理委托、意定代

理，此外又有“无代理效果的委托”，诸如行纪（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借名（ｐｒêｔｅｎｏｍ）等，即受托人处理的

行为还可涉及事实行为，对外并不直接产生直接代理的法效果。〔４９〕在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领域，

代理权之来源不是委托合同，这种情形可称为“有代理而无委托合同”。〔５０〕

乍一看，法国法在意定代理领域并未严格区分委托合同和授权行为，因而可称为“一体

论”。〔５１〕《法国民法典》第１９８４条在起草时，也不区分“委托”和“授权”。另外，既然属于合意范

畴，则委托他人完成法律行为的需要代理人（ｍａｎｄａｔａｉｒｅ）明示或默示的承诺（第１９８５条）。

但在某种意义上，法国法也区分授权和委托合同。委托是委托人与受托人订立的合同

（ｎｅｇｏｔｉｕｍ），而授权是给予受托人的权力，它是委托合同的内容，并可以通过授权委托书获得履

行，因此委托和授权在直接代理形态的委托中密不可分。进言之，授权委托书是受托人向第三人

证成其有权以委托人名义缔结法律行为的文书（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ｕｍ），〔５２〕是委托人通知第三人代理人

权力存在和范围的方式，也是委托合同的具体履行。委托代理人与第三人交易时，需要出具授权

委托书以证明其有资格从事代理行为；相反，谨慎的第三人也需要通过授权委托书等方式来核实

受托人持有的代理权，要求后者出示并可保存之，以防在本人争议代理权之授予时遭受不利。除

口头委托（ｍａｎｄａｔｖｅｒｂａｌ）和默示委托（ｍａｎｄａｔｔａｃｉｔｅ）外，委托人在授权的同时应交付受托人授权

书，同理，受托人在委托终止时应返还委托书（第２００４条）。

另一方面，法国法在委托合同中也区分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和受托人与第三

人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５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适用共同法法律行为一般规范，包

括行为能力的判断和受托人责任的承担。针对第三人，只有委托人受代理行为缔结的债务拘束，

在此并不考虑代理人的行为能力，而第三人原则上只需要关注代理人的授权。在证明方面，委托

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合同之证明需依据共同法，若委托合同标的超过１５００欧元，原则上需要书面文

书；第三人可通过任何途径来证明委托授权，因此委托授权对第三人来说只是个法律事实。〔５４〕

总的来看，法国法主要把授权看作是一个证据问题或者委托合同的具体履行。而在德国法

上，授权则单独作为一种意思表示即单方法律行为，抽象于基础关系。但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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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差别并不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管窥二者功能之趋同。〔５５〕

（２）与德国法授权行为无因性之比较

首先，在效力层面，依据《法国民法典》第１９９０条之规定，〔５６〕法国法不禁止限制行为能力人

（ｉｎｃａｐａｂｌｅ）作为代理人完成法律行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完成行为的效果并非归属

自身，被代理人就自己的选任如有问题，则由自己负责。〔５７〕限制行为能力的代理人缔结法律行为

之效力依据本人而非代理人的行为能力进行判断。因此，不存在授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所意图解决

的典型问题，即授予未成年人的授权行为有效，而委托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基础关系因未得到其

法定代理人的许可而不成立。也很少见法国学者专门探讨“基础关系无效或被撤销对代理权授予

的影响”，有学者认为这属于典型的德国法特征，〔５８〕如果代理人缔结法律行为之后，其与被代理人

之前订立的委托合同出现效力瑕疵，第三人可经由表见代理而受到保护，概因信赖授权委托书的

第三人几乎不可能发现内部委托关系的效力瑕疵。〔５９〕

其次，委托关系终止的事由主要有：委托人撤回委托；受托人辞任；委托人或受托人的死亡、受

成年监护和破产（《法国民法典》第２００３条、第２００４条）。在对外层面上，委托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

关系终止的，未经合理通知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法国民法典》第２００５条）。〔６０〕此外依《法国民

法典》第２００８条和第２００９条之规定，〔６１〕在委托人死亡和其他原因使委托终止的情况下，受托人因

不知情而完成的代理行为仍有效，因此产生的债务拘束仍应针对善意第三人履行。学说普遍认为

这些是表见理论的应用。〔６２〕此种类型的表见代理在举证责任上，需要本人或其权利继受人证明

其已经通知有信赖关系的第三人授权终止，或证明第三人具有“恶意”。〔６３〕这些产生于自然法时

代的规定并非抽象理论构造的结果，而是事理之要求，盖因代理人与本人之间关系的消灭如同代

理权的产生一样，只有通知给第三人之后或可期待第三人知情时，才可具有对抗效力。〔６４〕

《德国民法典》第１６８条、第１７０条至第１７３条也有类似规定，虽然原则上在代理权消灭时基础

关系和代理权紧密地牵连起来（第１６８条），但依据第１７０条、第１７１条第２款、第１７２条第２款的

规定，在外部授权、内部授权外部通知的情形下，授权只有在合理通知第三人之后才消灭，在此之

前授权不受基础关系之影响。相反，代理权继续有效的规定并不保护恶意第三人（第１７３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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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骏：《法国新债法的代理制度与我国民法总则代理之比较》，载《交大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６７页。

比较法类似规定有《荷兰民法典》第３编第６３条第１款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０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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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公司法领域则经常出现：授权公司机关或代理人订立某一合同的公司决议后来出现效力瑕疵，或者任命公

司机关或代理人的公司决议嗣后出现瑕疵，在这些情况下，法院都倾向保护善意第三人。某种程度上，公司与其机

关或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类似委托关系，但公司代理有着特殊的机制，公司机关或代理人的任命经商事登记后有很

强的公信力，法律还明确规定公司决议的嗣后瑕疵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法国商法典》第Ｌ２３５—１２条），与一般代

理制度中的情形略有不同。

类似还有《瑞士债法典》第３４条第３款和《奥地利民法典》第１０２６条。

类似还有《瑞士债法典》第３７条和《奥地利民法典》第１０２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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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浩：《表见代理中的本人可归责性问题研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１０６页。



国学者也认为，在这些规定中，无论是认为代理权继续存在，还是认为代理权虽已消灭但第三人可

依表见规则来得到保护，都不影响结果。〔６５〕在这方面，法国法与德国法的处理结果并没有差别：

德国法可依据授权行为之无因性，认定外部授权以及内部授权但外部通知的，在它们的撤回未合

理通知第三人时，代理权对后者为存续，而法国法则借助表见理论，以弥补代理权之缺失。

复次，在代理权范围方面，在内部授权与外部授权不一致时为保护善意第三人，德国法和法国法

都是以“外部授权”或“委托人对第三人的表示”为准，但二者路径略有不同。针对与内部授权不一致

的外部授权大概有两种处理思路：第一种，在法国法意义上，所谓“外部授权”常指被代理人将委托授

权这一事实通知给第三人，例如采纳授权委托书或公示等措施，第三人可以相信这一通知所传递的授

权范围。至于没有委托关系而仅是被代理人以其行为或表示使人相信其已经授权给某人，法国法将

其当作表见代理的具体适用。严格而言，委托合同属于法律行为，委托人以其行为对第三人的表示属

于法律事实，虽然并不构成委托授权，但可构成表见权限，该表示可免除第三人对代理人真实权限的

仔细审查，合理地相信这一表示的第三人应值得保护。也就是说，本人创造的外观虽然不符合其与代

理人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但如果第三人善意相信且可归责于本人，则发生债之效力。这也是《欧洲

合同法原则》《共同参考框架》〔６６〕和《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６７〕所采纳的思路。例如《欧洲合同法原

则》第３：２０１条规定授权行为可明示或默示，但未提及其是单方的、抽象的。第二种，依据授权行为之

无因性，授权行为是单方的、抽象的法律行为。依据逻辑推导，若把外部授权视为不受基础关系的影

响的、已有效做出的授权，那么代理人在该权限范围内做出的行为当然地拘束被代理人，例外地通过

代理权滥用理论排除不值得被保护的第三人。具体可分两种情形：第一，外部授权与内部授权不一

致而仅考虑外部授权；第二，内部基础关系不存在或有瑕疵的不影响外部授权，依此做出的代理行为

有效。不过，这两种途径在保护善意第三人方面并无太大差异。考虑到民事代理中委托的内容多为

具体事务，第三人多需要审查授权委托书，割裂外部授权和基础关系的意义不大。

再次，一些学者认为代理权滥用是德国法的特殊产物，其他法系包括法国法并未有代理权滥

用之特别规定，这是因为其他法系没有像德国法一样在代理人针对第三人的权限和其对本人的义

务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６８〕不过这似乎有所误读，因为法国法也存在代理权滥用理论

（ｄｔｏｕｒｎｅｍｅｎｔｄｅｐｏｕｖｏｉｒ），指代理权之行使虽然表面上在权限范围之内，但违背被代理人之利益

或违背代理权行使之目的 〔６９〕———主要指代理人与第三人的恶意串通。〔７０〕《法国民法典》第

１１５７条新确认了这一理论。而德国法的代理权滥用理论则有着更细微的区分，除第三人与代理人

恶意串通的情形外，它还强调第三人是否知道代理权滥用或代理权是否违反了内部限制，而不取

决于代理人的主观过错。〔７１〕不过，既然连代理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从事代理权滥用，那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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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该滥用行为具有明显性。〔７２〕因此，是否注重代理人的主观因素，实际上并没有较大差别。

此外，针对规范代理权行使不符合被代理人利益或内部约定的问题，大概有两种思路：第一，

认为此时的代理权不符合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属于无权代理或代理权之限制。例

如陈自强认为，代理权滥用制度实际上是有关确定代理权范围以致限制代理权的问题，可以直接

适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０７条“代理权之限制及撤回，不得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而

无须继受德国代理权滥用理论；〔７３〕第二，德国法认为代理行为仍处于权限之内，但透过代理权滥

用理论而例外地认为该行为无效。这两个方案在结果上并无不同，都需要被代理人举证证明第三

人的主观恶意。代理权之行使须符合本人的利益或至少不违背其利益属于授权委托书或外部授

权中的“默示条款”。与授权委托书或法律中明确列举的权限范围有所不同，代理权滥用侧重代理

行为的目的或代理人的主观意图，也就是代理行为虽然表面上在代理权范围内，但其行使不符合

本人利益；而无权代理或越权代理则侧重代理行为的客观方面，只需对比所被授权的范围与所完

成的代理行为即可。〔７４〕只要有权力之行使，必然会伴随着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因此，总的来看代

理权滥用并非德国法所独有，法国法与德国法在这方面并无明显差别。

最后，在授权行为形式方面，德国法的授权行为无须特别形式即可生效，也就是说，虽然代理权行

使之行为需要特别的形式，授权行为也不需依该特定的形式而定（《德国民法典》第１６７条第２款）。

在法国法上，委托合同原则上并非要式合同，除默示委托和口头委托之外，授权书是向第三人证成代

理权的文书，其形式应随要完成的法律行为的形式而定，若要完成的法律行为需经公证或书面而成立

（如担保、不动产买卖等），授权委托书也应为相应的形式（ｐａｒａｌｌｌｉｓｍｅｄｅｓｆｏｒｍｅｓ）。形式的要求有助

于让当事人仔细考虑行为的后果以及明确委托人的授权意思。〔７５〕乍一看二者存在区别，然而《德国

民法典》第１６７条第２款受到了判例的重大限制，该条款被限制解释为：授权行为的形式应当根据代

理权所涉法律行为所要求形式的宗旨（保护或警示等）而定。〔７６〕因此不应夸大二者在这方面的差别。

综上所述，法国法虽无授权行为无因性的理论，但是在授权效力、代理权范围、授权终止等方

面通过“一体论”与表见代理机制的共同作用而达到保护善意第三人的目的。这一构造更清晰、更

符合事理，与德国法的具体方案在实质上并无不同。尽管如此，在商事领域，授权行为之无因性理

论获得了制度上的优越地位。

三、代理权授予之无因性在商事代理领域的应用

商事代理产生于实践，在民事一般代理制度概念化和系统化之前就已经存在。授权行为之无

因性在商事代理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标志是该理论的内涵之一“代理权不受内部基础关系限制”

取得成功。下文把这一内涵称为“代理权授予之独立性”，并分别介绍德国法上的典型商事代理人

和法国法对这一理论的继受。

（一）德国法

从代理人能够拘束本人的权限这一视角来看，德国法上的典型商事代理人主要是公司代理机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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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商法典》中的经理人、代办人和仓库或商店的雇员代理权，这些代理人的代理权范围及其行使常被

法律直接规定或依据情形加以推定。相反，《德国民法典》中代理权及其范围原则上依据被代理人的意

思而定，个别情况除外（家事代理、合伙的执行人权力等）。不过上述商事代理人中，只有经理权和公司代

理机关的权限涉及代理权授予之独立性或经理权制度，其权限被法律明确规定；至于代办人和仓库或商

店的雇员代理权，属于对其代理权限的推定而可归于权利外观责任的范畴，〔７７〕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首先，无疑义的是，前面提到的经理人制度启发了拉邦德的理论，这一概括全权与代理权授予

之独立性相契合。

其次，德国资合公司代理机关的权限规范也是受经理人制度启发而来。〔７８〕德国《有限责任公

司法》第３７条第２款和德国《股份有限公司法》第８２条确立了“业务执行人或董事会的代表权不受

限制性”。具言之，限制董事会或经理等代理机关权力的章程和公司决议等只在内部有效，违反章

程或公司协议的行为能够引起董事或经理的内部责任，但对第三人无效，而且第三人对这些限制

的简单知情并不当然能够认定构成代理权滥用。〔７９〕相反，对董事会或经理权力的法定限制可对

抗第三人，因为关于各机关权限的划分属于强制性规范。此外，在清算阶段对公司代理机关之一

“清算人”权限的限制也不可对抗第三人（《德国商法典》第１５１条），类似规定还可见于无限公司股

东的代表权（《德国商法典》第１２６条）。

最后，或有学者质疑将授权行为无因性与机关代表权牵连在一起的正当性。有人可能认为机

关代表权属于法定代理，例如《德国民法典》第２６条规定“董事会具有法定代理人的地位”。实际

上，机关代表权属“发生意定、内容法定”的代理权，机关或代表人属于权力被法定化的意定代理

人，董事依“法人的意思”而被选任，一经接受选任后权力即被法定化或概括化。因此，以意定代理

权授予之独立性解释机关代表权并无不妥之处。

总的来看，经理权制度的特征是，为保护交易安全经理人而须经登记，同时法律强制规定其代

理权的范围，代理人与本人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不可限制外部的代理权，且代理权独立于其基础

法律关系。特别是，第三人对内部限制的简单知情并不可当然被认为是恶意，商事领域代理权滥

用之适用要求第三人显然知道或应当知道代理人的行为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也就是恶意串通或

欺诈。这一制度经由１９６８年的“欧共体公司法第一指令”而相当程度上统一了欧盟（欧共体）成员

国的资合公司机关代理制度，〔８０〕可以说相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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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国法

法国法对经理权制度的继受主要是在公司机关代理领域。１９６６年法国《商事公司法》出台前，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或有限责任公司经理的权力可被章程等限制，而且经公布的章程等可对抗第三

人。〔８１〕１９６６年法国《商事公司法》借鉴了当时正在讨论的欧共体公司法第一指令草案中的经理人制

度。〔８２〕１９７８年１月４日的法律还将该制度扩充至民事公司（ｓｏｃｉｔｃｉｖｉｌｅ）的经理。
〔８３〕不过在

１９６６年改革之前，法国法运用表见理论保护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８４〕随后，最高法院判例也多

次强调第三人对公司代理机关权限内部限制的简单知情（ｓｉｍｐｌ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并不等同于其恶意，
〔８５〕

严格区分第三人的简单知情和欺诈（ｆｒａｕｄｅ），因为第三人的欺诈可引起代理行为无效或损害赔偿。〔８６〕

不过，法国法并未整体接受德国法上的授权行为之独立性，并认为授予代理机关权限的公司

设立文书或者来自其他有权机关的任命，在法律上都属于合同，因此需要代理机关成员的承诺，而

非单方法律行为。此时，董事或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类似于委托合同：实践中公司在任命

公司代理机关成员时，一般会在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会议记录或章程中注明“其已同意接受这一

职务”，〔８７〕董事或经理接受职务还可从其竞选行为中推出。因此，法国法将这一转化看作是接受

经理人制度———一种范围被强制规定的概括代理权———而非整体接受授权行为之无因性理论的

所有内涵，因此在法国法上，授权行为仍然具有合同性质。

不难发现，授权行为之独立性或经理权制度在商事代理领域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是“代理权

不受基础关系的限制”的观念符合事理和满足商事交易快捷、安全的需求，且在商事交易中并不允

许相对人探究内部的基础关系。

四、对我国的参考意义

（一）《民法总则》未采代理权授予之无因性

授权行为之无因性所引起的争论自然不会被立法者所忽视，但《民法总则》最终未像若干建议稿

那样以该理论构造一般代理制度。《民法总则》第１６３条第１款将代理分为委托（意定）代理和法定代

理。《民法总则》也未以德国式内部授权、外部授权等构造意定代理，第１６３条第２款规定，“委托代理

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因此授权行为属委托合同范畴。第１６５条规范的是授权的形

式，其规定委托授权若采取书面形式所应当包含的内容。由于代理权授予的无因性和“有因性＋表见

理论”的机制都可保护善意第三人，因此选择何种机制，主要是立法政策问题。考虑到我国实证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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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这些理论的各自特点，应当认为《民法总则》的立法选择值得赞许。其理由是：

第一，授权行为之无因性满足于概念演绎和逻辑推导，割裂了社会事实和法律规范，人为地使法律

关系复杂化。授权行为目的和功能上并非是自洽的、抽象的，并非是为了授权而授权，而是为了满足内

部法律关系需要，即代理人为本人处理事务的合同。承认孤立代理会违背生活常理且极易损害本人利益。

第二，从构造上来看，在严格逻辑推导下，授权行为之无因性提供的保护是绝对的、直接的，制

度设计上有失弹性。它只关注外部授权，原则上并不考虑第三人的素质、归责性、交易类型等，遑

论关注民事一般代理、商事代理等在保护交易安全时存在的强度差异。为了缓和理论的僵硬性，

它又借助代理权滥用理论排除对恶意第三人的保护，让基础关系之约定和外部权限又联系起来。

而且，授权行为并非给予行为，不引起本人责任财产的减少，此时不仅无所谓外在无因，也不发生

内在无因的问题，不具有类似处分行为的无因性。〔８８〕

相反，将“有因性＋表见代理”的制度设计在保护善意第三人更符合事理。在代理权中，一方面，

若本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基础关系，应当保护相信授权委托书或本人对外表示所传递代理权范围的

第三人；另一方面，如果未成立基础关系而仅有被代理人的对外表示，可将其作为授权的表象，结合交

易具体情形、当事人利益之权衡、第三人是否善意等因素，通过弹性适用表见理论的方式来保护第三

人。在效力层面，依授权行为之无因性，代理权之命运完全不受基础关系效力瑕疵影响，似过于忽略

本人的利益，盖因授权是为基础关系之达成而服务的，当基础关系出现效力瑕疵时，很难认为本人仍

愿意代理权存续。〔８９〕在承认无因性的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领域，尚有不当得利制度为让与人提供保

护，而这一制度并不存在于意定代理权领域。无因性理论为保护交易安全而令外部代理权无条件存

续，似乎矫枉过正。此时，表见理论更具优势：基础关系瑕疵牵连着代理权消灭，但若第三人可合理

相信因此而创造的权利外观，则可要求被代理人承担履行责任，即综合外观和第三人合理信赖来弥补

外部权限的缺失，由此兼顾善意第三人保护与本人利益。总的来看，表见理论之适用是具体的、弹性

的，能够综合各因素决定在是否提供保护的同时考虑本人利益，更具操作性。

有学说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 〔９０〕为例主张：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严格适用表见代理，且第

三人需要就表见代理之构成承担举证责任，因此以表见代理取代授权行为之无因性的立法取向并

不利于交易安全维护。〔９１〕这一论断值得商榷。首先，就法律适用而言，以单一案件来反映司法实

践的立场，并不具备说服力，且该案件比较特殊。其次，就表见代理之适用而言，一概认为第三人

举证责任过重，实有失偏颇。实践中，法官可依据外观之强度推定第三人的善意，随后应由被代理

人一方举证第三人的信赖不合理等。而基础关系效力出现瑕疵时的委托授权则具有较强外观：如

果本人未及时通知第三人其授权的瑕疵，即应当承担责任，例如某公司委托其职员持董事会决议

与他人签约，事后证明授权职员签约的决议因人数不足、程序违法等而有瑕疵，此时很难要求处于

公司外部的第三人详细审查决议的效力。另在本人撤回授权时，表见代理之适用也考虑本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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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见前注〔１〕，陈自强书，第７０页。

见前注〔１〕，陈自强书，第８１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８）民二终字第１２４号民事判决书，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该案

中，某公司高级经理崔某（非法定代表人）伙同他人伪造印章等文件向某银行实施贷款诈骗，涉案金额达数亿，争议

焦点在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法院持否定回答。法院未如一些学者所主张那样认为：依据无因性原则崔某有代理

权，因相对人不知代理权滥用之显见性涉案行为有效，但可让有过失的相对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以及结合相对人

过失而弹性评价表见代理之构成。涉案金额巨大、让哪一方单独承担损失都不可取，这或是判决结果的背后考量。

该案子还可说明在复杂案件中表见代理之弹性适用相比无因性的优势。参见前注〔２〕，迟颖文，第３３页。

见前注〔２〕，迟颖文，第２７页。



合理通知了第三人该事实，并非一概由第三人举证（详见下文）。至于“无因说”主张者忧虑若不承

认代理权不受基础关系效力瑕疵的影响而导致代理人负无权代理责任，〔９２〕这一担忧并无必要，盖

因外部代理权受基础关系效力瑕疵影响，并不妨碍相对人主张表见理论之适用，而在表见代理成

立时代理人无须对第三人负无权代理责任。

第三，自《民法通则》以来，意定代理以委托代理为主要规范对象，不承认授权行为之无因性。

且该理论也受到一些德国学者的批评，我们自无必要将其奉为圭臬。之前，有学说受德国学说影

响，认为授权行为并非委托合同而是单方法律行为。〔９３〕考虑到依据委托合同进行授权是最常见

的形式以及根本无基础关系而作单独外部授权的罕见性，同时立法更倾向于不明确区分授权行为

与委托合同，故似无必要将其解释为单方法律行为。至多，将委托人对第三人的授权表示作为内

部授权之通知（即基础关系之履行或表象）即可，并应当保护相信授权委托书或合理信赖委托人表

示的第三人，即使委托关系嗣后出现效力瑕疵。

民法典制定仍在进行之中，我们还可尝试就这一问题提出若干立法论建议。首先，《民法总

则》并未明确规定是否能够授权给限制行为能力人。而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委托合同似应适用

法律行为效力的一般规定（《民法总则》第１４５条、《合同法》第４７条），即除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

限制行为能力人年龄、智力等相适应的之外，该合同需要法定代理人的追认。为兼顾实践需要并

避免“授权行为有效、委托合同无效或效力待定”的问题，可明确规定“委托人也可委托限制行为能

力人完成法律行为”。由于此时只是委托人承担责任，对限制行为能力人并无不利益。但在内部

关系上，限制行为能力人向委托人承担的责任应与其年龄、心智一致。

其次，关于代理权终止后针对第三人的效力，依《民法总则》第１７１条第１款之规定，代理权终

止后代理人仍实施代理行为的，未经本人追认的不对其发生效力。结合《民法总则》第１７２条，此

种情形在第三人为善意时可产生表见代理之适用，而最高人民法院却无差别地认为第三人应就表

见代理之适用负举证责任。〔９４〕在解释论上，应对权限消灭型表见代理有细微的区别对待。盖因

委托授权终止的，本人应该收回授权委托书或通知有信赖关系的第三人代理权终止之事实，而非

懈怠地让表象存续。例如一个与代理人有过多次合作的第三人可无须每次交易时皆要求代理人

出具委托授权，因此当被代理人撤回代理权后，他应通知潜在的、有信赖关系的善意第三人，并采

取必要的公示措施等。〔９５〕依据《民法总则》第１７４条之规定，本人死亡引起代理权终止时，代理人

不知且不应知这一事实而完成的行为有效。解释论上似还需相对人的善意。此时，应由争议代理

行为效力之人举证第三人和代理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代理人死亡”这一积极事实。简言之，代理

权终止时适用表见理论，应注重本人是否合理地通知了第三人代理权消灭之事实。

最后，关于代理权滥用，《民法总则》第１６４条第２款只规定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时当承担

的责任，却没有规范代理权滥用行为针对第三人的效力；建议借鉴比较法上的通行做法，规定：仅

在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权滥用时，被代理人才可撤销代理行为。

综上，在民事一般代理领域，不必将授权行为构造成抽象的单方法律行为，进而依据授权行为

之无因性来保护善意第三人；而可以将授权视为委托合同的具体履行，从证据角度把握授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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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见前注〔４３〕，王泽鉴书，第２２６页。

见前注〔３８〕，梁慧星书，第２２６页；前注〔３６〕，王利明书，第６４７页；前注〔４〕，朱庆育书，第３４０页。

参见法发〔２００９〕４０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第１３条。

见前注〔４５〕，朱虎文。



本人撤回代理权以及本人死亡的，只有在第三人被合理通知后才可对抗之；本人对外表示的授权

范围（授权委托书、行为表示等）与其和代理人之间约定不一致的，以对外表示为主，委托合同嗣后

出现效力瑕疵的可借助表见代理保护善意第三人。

（二）以代理权授予之独立性解释公司代表权

在我国实证法上，商事全权代理人主要是法定代表人和合伙企业业务执行人。考虑到典型性

和篇幅限制，下文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探讨对象。

首先，法定代表人是公司法定、唯一的代表机关，绝大多数情况下无须特别授权即可代表公

司。〔９６〕法定代表人行为归属规范主要有《民法通则》第４３条、《合同法》第５０条和《民法总则》第

６１条。虽然法律未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的权限范围，但是学说或判例都肯认“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

义行为就是公司的行为”。换言之，法定代表人的权力是概括的，他有权依据其个人的判断去从事一

切有利于公司营业的行为，除非僭越《公司法》列举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法定权限。不少学说和

案例将《合同法》第５０条解说成“表见代表”，〔９７〕这一解释在近期已受质疑。〔９８〕又依《民法总则》第

６１条第３款，法人章程或其他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那么如何

解释这一条款为妥？是否仍需要参照表见理论进行解释？〔９９〕何时才可认定第三人不属于善意？

对此，需要结合具体案例来回答上述追问。最高人民法院逐渐承认：第一，第三人对公司章程

没有审查义务，公司章程等对代表权的内部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章程的公布不构成推定知

悉，第三人因此被推定是善意的；〔１００〕第二，公司决议的嗣后效力瑕疵不影响法定代表人因此而完

成的代表行为效力，即代表行为不因该决议的嗣后无效而受影响。〔１０１〕这些见解导致表见代表之

适用成为一种自动机制：第三人只要举证他是与公司法定代表人缔约的，即可受保护。此时就需

要进一步追问表见代表与经理权制度之区别。不难发现，经理权着眼于外部，即面向外部的代理

权不可被限制；例外地，当代理权滥用时代理行为不生效力。表见代表着眼于内部，认为法定代表

人与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可限制代理权，法定代表人违反内部限制的，则构成越权代表，但由于第

三人的善意和外观而弥补内部权限的缺失，进而产生有权代表的效果。可见，这两种解释思路在

功能上非常接近，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定第三人的“善意”。

无独有偶，陈自强在讨论同为概括性代理权的经理权时认为，无须坚守授权行为之无因性，在

内部关系上，经理权授予行为可不具有无因性，经理人违反授权范围的均为越权代理；但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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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参见刘俊海：《现代公司法》（上），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１２页；叶林：《公司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１４页。

参见温世扬、何平：《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与“表见代表”规则》，载《法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５期，第１５２页；

李建华、许中缘 ：《表见代表及其使用———兼评〈合同法〉第５０条》，载《法律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６期，第７５页。

参见朱广新：《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４９４页；见前注〔８０〕，刘骏文；崔建

远：《关于制定〈民法总则〉的建议》，载《财经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１６页；耿林、崔建远：《民法总则应当如何设计代

理制度》，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５６页。

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总则详解》（上），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６１页；张新宝：《民法总则释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１８页；杨芳：《〈合同法〉第４９条（表见代理规则）评注》，载《法学家》２０１７年第

６期，第１５８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５）民二终字第２１７号民事判决书。在公司对外担保领域，这一裁判规则多次被

最高人民法院强调，例如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９）民二终字第１４０号判决书。还可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９）高

民终字第１７３０号民事判决书，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０）民提字第４８号民事判决书，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１１年第３期；最高人民

法院（２０１２）民提字第１５６号民事判决书，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上，可依表见外观理论解决经理人行为的归属问题。〔１０２〕这一观点敏锐地指出了权利外观理论与

授权行为之独立性在这方面的功能相似性，然而二者仍存在若干差别。

第一，既然法律明确规定经理人之代理全权，并要求其进行商事登记，交易第三人恐怕无法就

其代理权限本身发生认识错误，〔１０３〕而认识错误是表见理论适用条件之一；特别是，第三人对代理

人违反内部限制之越权的简单知情并不会当然地被认为是“恶意”，这种效果并非是表见理论所能

达到的。若对表见理论进行逻辑演绎，则当代理权之行使不符合本人内部指示时即为越权行为，

第三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代理人越权的不为善意，并不值得保护。〔１０４〕例如，在公司代理方面，公

司章程某条款规定公司代理机关不可完成超过一定数额的交易，依经理权制度，第三人哪怕知道

该条款也可完全不顾该规定而径直与公司代理机关交易，除非公司证明该行为具有欺诈性要素即

故意损害公司利益。这是因为，既然法律强制规定了代理权范围且不容当事人排除适用，此时对

于该限制代理权的条款能否在公司内部发生效力，外部第三人将无从知晓。就此而言，经理权机

制在保护第三人方面更占优势。从另一角度来看，经理人或代理机关就一切营业事务都享受代理

权，并进行商事登记，若将经理人或代理机关违反章程或其他权力机关的指示解释为无权代理，似

不符合逻辑，况且在原则上，违反内部指示的代理仍为有权代理，除非第三人与代理人恶意串通。

第二，关于表见理论，一般认为第三人可选择性地主张适用。而在概括性的代理权视角之下，

一旦第三人与代理人缔结法律行为，无论是第三人抑或被代理人都不可单方面主张代理人违反某

种内部限制，进而质疑代理行为的效力。盖因外部代理权是概括的、不发生越权代理情形，除非因

同时违反法定限制而导致无效。但它会发生代理权滥用的情形。从这个视角来看，似乎不宜以表

见理论解释公司机关代理权。

第三，表见理论容易使人联想到，本人被无权代理行为拘束的原因是第三人的善意或者外观；而在

授权行为之独立性视角之下，代理行为拘束本人是由于代理人享有概括的、实在的权限。例如，很难说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机关就某一营业事项没有代表权。相比表见理论，授权行为之独立性更符合逻辑。

因此，表见理论不能完全替代无因性理论；表见代表应用在机关代理权问题上易产生若干误解，

应予以摒弃。为此，应根据授权行为之独立性解释《合同法》第５０条和《民法总则》第６１条，亦即对代

表人概括权限的内部限制不可对抗第三人；内部限制包括公司章程、内部决议和规章；第三人对内部

限制的简单知情不等于恶意；“恶意”的判断标准应当是第三人是否知情交易真正损害公司利益。〔１０５〕

在法定代表人的选任方面，在公司正式取得法人人格之前，法定代表人是“章程”必载事项和公司登记

必备事项，因此法定代表人的最初产生是公司设立人或发起人之间协议产生的结果，可看作是合同性

质。公司存续过程中，公司其他机关直接任命新的法定代表人或确认法定代表人选举结果的，也不必

将其解释为单方法律行为。这样的解释思路也符合《民法总则》中授权属于委托合同的规定。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授权行为之无因性理论得益于德国公法学家拉邦德对经理人制度的阐释，他的理论主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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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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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１〕，陈自强书，第１４７页。

当然第三人可对经理人身份发生认识错误，比如在未及时更新登记时会出现表见经理人之适用。

参见胡康生主编：《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９７—９８页。

有学者认为，法定代表人制度有若干弊端，改革的方向应是赋予董事会以代表权，参见柳经纬：《论法定代

表人》，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３页。本文认为，公司代表权应由谁来行使、代表机关如何

组成属另一问题，代表权性质上是概括的、不可限制的。



要以授权独立于基础关系为内涵，外部代理权不受基础关系的限制。后续学说将其发展为：授权行

为属于抽象、无因行为，不受基础关系无效或撤销的影响。然而，授权行为并非给予行为，不引起授权

人财产的立即减少，不具有类似处分行为的无因性。在民事意定代理领域，授权多为基础关系的履

行，二者有手段和目的之关系。难以想象自始无基础关系的授权行为。对于授权行为之无因性所意

图解决的第三人保护问题，可借助表见代理理论，而不必以该理论解释《民法总则》。授权行为属于委

托合同，而非本人向代理人或第三人表示的单方法律行为，本人向第三人所表示的外部授权无非是将

其对代理人的内部授权通知给第三人，即本人与代理人内部关系的履行；对于根本无基础关系的外部

授权，可看作是代理权授予的表象，即本人以其行为表示使人相信其已授权于代理人。我国法还可进

一步明确委托限制行为能力人完成法律行为的有效性，避免“授权有效、基础关系无效”的问题。另在

代理权终止场合的表见代理适用，应由本人举证其已经合理通知有信赖关系的第三人代理权终止之

事实，而非一概认为第三人应就表见代理之构成承担举证责任。

相反，在商事代理领域，特别是公司机关代理、经理人，授权行为之独立性具有相当解释力。

依据该理论，公司代表人的外部权限不受内部基础关系的限制，第三人对内部限制的简单知情并

不当然属于恶意，只有在第三人显然知道代理权的行使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时才构成代理权滥

用，而且这一理论非表见理论所能完全替代。然在此领域，无须将授权行为构造成单方行为。对

此，可依《民法总则》的委托代理制度以及参考比较法上的立法例，将其看作委托合同之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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